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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命运（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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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学在二十世纪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    

  在儒学建立二千伍佰多年的历史中，二十世纪儒学的命运进入了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这个阶段始于十九世纪中

叶，二十世纪进入高潮。在这个世纪里儒学的命运几经大起大落，尊孔、批孔、评孔交替出现，绵延不断，而且往往

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兴衰与变革紧紧相连，因而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争论的范围，有时甚至形成了全民群众运动，这在

人类思想史上可谓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 

  如何理解和诠释这种特殊现象，我们必须从儒学本身的特点以及进入近代以来，儒学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

战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种现象。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为己之学、安身立命之学，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它不仅是人生哲学，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几大人类古文明中，埃及、巴比仑、印度文化均已中断，希腊文化也被遗忘，

只是到欧洲文艺复兴才又被重新发现。唯独只有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而且在它的哺育下形

成了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国土面积大体相当于欧洲，而人口是欧洲的数倍。它还基本不靠武力幅射到日

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并且远渡重洋，经过传教士之手传播到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 

  儒学自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并成为国家政制的主要依据。这是总结了秦代单纯采用法家严刑峻法，导致二世而亡教训的必然转变。当然，所谓

“独尊儒术”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各家的思想。统治者也懂得在阶级社会中单纯靠施仁政，以道德为中心，也

是不可能维持其统治的。因此历来的统治者实际上也是儒法并用，即所谓“以霸王道杂用之”（《汉书·元帝

纪》）。并且一直采用商鞅和荀况等提出的“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这个国策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后，又得

到进一步强化并且一直延续至清。所以王夫之读《通鉴》后，总结说：“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读通鉴

论》）。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心理结构中，则主要是儒道互补。儒家以刚动入世为主，道家以柔静出世为

主。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动静结合，以动为主，如钢筋混凝土一样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它积极进取，自强

不息，兼容并包，而又爱好和平与稳定，并且坚信“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多难兴邦”，从不绝望，适应性很

强。虽然儒道两家，相反相成，起伏交替，互为消长，但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它超越文字手段，通过

代代相传、潜移默化，深入到千家万户，穷乡僻壤，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以上这些在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有效地形成了一种强

大的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巩固和稳定了中国的中世纪农业社会。中国的中世纪社会是

世界上最成熟、最发达的中世纪社会，它不仅广土众民，而且延续的时间是欧洲的一倍。但也有效地抑制和推迟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中国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和科技也是相当发达的，宋代铁的产量已达125000吨，相当于17世纪整

个欧洲的产量（见《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P9-10）。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十五世纪以前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有人统

计从公元前六世纪到1500年，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国也占二分之一以上。但以技术成果为主。中国在南宋和明中叶

以后私人资本曾有较大发展，而且出现向产业资本发展的倾向，两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

中原，以及价值观念与政策导向等非经济因素中断了这个进程。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没能在中国较早产生有许多原因，它牵涉到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

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

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

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欧洲的中世纪不如中国发达和成熟，而且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想实现欧洲的统一，但始终没能成功，但却有利于

资本主义的发展。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因此，以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已进入工业社会的西方文化与尚处于在农业社会阶段的中

华文化发生了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这就出现了“时代差”，西方人用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指南针和火药，制成了坚船

利炮，远渡重洋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天朝大国发生了严重危机，救亡和振兴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课题。中国被迫在内

忧外患和亡国灭种的重重困扰和威胁下，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中国人必须在一个多世纪中走

完西方人用几个世纪走完的历程。可谓紧锣密鼓，来去匆匆。在这种极为严峻和紧迫的形势下，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

构发生了严重的困惑与失衡。中国既要经历中西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徬徨，又要经历古今分娩的阵痛。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要资本主义之利而不要资本主义

之弊？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文化往何处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成为必须回

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这个课题是如此重大，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又有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因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做出了不

同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一次又一次的论争，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时起时伏，时隐时现，但却从未中断。一

条主线，脉络清楚，贯彻至今，也许要贯彻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

任；那么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

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学派对其所在的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所不能比

拟的。 

  中国对西方文化有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的认识过程，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和语言文字的障碍，这个过程往往

是比较漫长的。中国对自己的固有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也有一个认识–––再认识的过程。而且还要受到不

同利益集团自觉不自觉的影响。这就是多次出现中西文化论争的直接原因。这与日本有所不同，儒家思想虽在日本影

响也很大，但毕竟是外来文化，相对中国来说有取舍之便，比较容易完成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 

  返顾中国却必须经历由“言技（技术、经济）”“言制（政制）”“言教（思想文化）”的过程。对魏源提出的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长技”内涵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如果说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属于言技阶段，那末到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已到了“言制”阶段。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师法、俄、日；辛亥革命提倡民主共和、师法

美、法，但都属政治体制的变革，康有为是“托古改制”，孙中山是“中西融合”，不同程度上都吸收了西方文化，

但儒家思想仍占重要地位。 

  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尊孔与批孔 

  （一）  尊孔运动 

  中华民国建立后出现过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尊孔运动，并二次得到官方的支持。(内容略) 

  当时尊孔派中，虽然同属尊孔，但观点也不一致，如康梁尊孔但却“托古改制”主张维新变法；王先谦、苏舆、

叶德辉等尊孔而反对维新，责康有为、梁启超等为“背叛圣教，败灭伦常”；他们属尊孔派中的保守派，主张维持现

状；“孔教会”尊孔，但也吸收了若干西方文化，在政体的主张方面也并不一致，“学衡派”尊孔，但因其中很多学

者在西方留学归来，对西方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主张“中西融合”。辜鸿铭长期在国外，深通西学，但又认为“西人

之道不足法而其人学又不可不学”，他将《论语》、《中庸》、《大学》翻译为西方文字，让西人了解中国文化。严

复曾受过西方的严格教育，是近代思想家中最了解西学的人，猛烈抨击“守学义理”、“汉学考据”为“无实”、

“无用”之学，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之说不可行，但晚年又认为“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

经”。（《与熊纯如书》）。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百日维新，并介绍了许多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并且相对而言梁比

之于康对儒学有较多的批判，有的甚至相当严厉。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仍主张君主立宪，并与革命派论战。但辛

亥革命后，康梁之学遂分，康支持复辟，恢复帝制，梁却既反对袁世凯称帝，又反对张勋复辟。梁1918年去欧洲旅游

考察，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也出现了危机，俄国又爆发了十月革命，回国后他著“欧游心影录”认为

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认为孔子思想仍将发扬光大。严复、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与复古守旧的尊

孔派不同，实际上是当时西方文化危机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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